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1937 年 12

月 31 日，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

的周恩来应武汉大学抗战问题研究会

之邀，向广大师生作 《现阶段青年运

动的性质和任务》 报告。在这篇报告

中，周恩来从抗战形势出发，分析了

当时青年的思想实际，结合我们党全

面抗战路线政策，深刻阐发了抗战初

期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并对广大

青年提出了殷切期望。

看清方位——这是
一个“变动的战斗的历
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

现实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总

是处于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人。人只有

弄清自己所处的时代、所处的历史方

位，准确把握时代总问题，才能明确

自身目标任务，分析所面临的机遇挑

战，探索出符合实际的前进路径。在

《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 中，

周恩来坚持从“大处着眼”，把报告的

切入点放在当时抗战形势分析上，明

确指出，“今天，无疑是个变动的战斗

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时代”。这里的

“变动的战斗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该

作如何理解？周恩来论述说，“这时代

是战斗的。这时代不能与过去‘五

四’、‘五卅’、一九二五年大革命时代

相比。过去是对内的局部的政治斗

争，这一次却是对外的全面的反法西

斯侵略的抗战。现在是整个被压迫、

被屠杀、被奸淫、被侵略的中华民族

的人民起来反抗的时候，所以现在的

形势全变了”。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

周恩来的这一分析坚持从客观实际出

发，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

点，因而其判断是科学的、准确的。

并且，周恩来运用了前后对比的历史

分析法，生动地说明了全面抗战初期

不同于以往革命时期的具体特点，非

常具有说服力。

时代变迁总是深刻影响着人的现

实境遇。在“变动的、战斗的”时

代，青年们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

统”，独善其身。周恩来强调，“在国

家环境整个的变动下，青年在这时代

里所占的地位是最困难而又最重要

的。如今我们青年再不能如过去那样

地学习，找工作，结婚……再也不能

依照平常的生活程序过日子了。战争

了，我们再不能安心求学了。文化中

心的京、沪、平、津、粤、汉，已去

其 四 ； 后 方 的 学 校 ， 也 多 半 停 了

课 ； 成 千 成 万 的 青 年 人 无 家 可 归 ，

无学可求”。对于这些情形，现场聆

听 报 告 的 青 年 学 生 可 谓 感 同 身 受 。

周恩来深谙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他

指出，“在积极方面，这是一个最好

的时期。它可以把我们这一辈的青

年锻炼得更伟大，前程更远。这机

会在平常是很难找到的”。因此，周

恩 来 引 导 广 大 青 年 ，“ 我 们 应 该 骄

傲，应该自豪。我们这一代青年应该

庆幸恰好生活在这样大的动乱的时代

里。我们要在这时代里学习得充实起

来，锻炼得强健起来”。

把准方向——明确
当时青年一代“应该努
力的”四个方向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自己的问题，

总蕴含着解决这个时代问题的方向。

周恩来指出，“敌人要我们每个人、每

个人的子子孙孙都做亡国奴。我们要

求生路，便只有抗战，便只有坚持抗

战到底”。抗战到底是当时所有炎黄子

孙的共同责任，对于青年来说，身处

战斗洪流，青年更应拿出自己的历史

担当。周恩来强调，“我们中国的青

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

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

救国，建国，我想‘任重道远’这四

个字，加在中国青年的身上是非常恰

当的”。这里，从时代问题出发，周恩

来提出了当时青年的两大历史任务，

即救国和建国。救亡图存具有现实紧

迫性，这不难理解；而在救国的基础

上明确提出建国 （建立新中国、建设

新中国），这就体现出周恩来高远的战

略眼光。

在提出青年两大历史任务后，结

合当时革命形势，周恩来为广大青年

指出了四个努力方向：一是“到军队

里去”。显然，这是挽救民族危亡最

直 接 最 有 效 的 途 径 。 周 恩 来 强 调 ，

“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旧队伍，

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鼓

励广大青年参军，接受正规的军事训

练，练就上阵杀敌的本领，这是救亡

图存、保家卫国的现实要求。二是

“到战地服务去”。战地的广大群众

“到处在流浪着，彷徨着。要起来自

卫，要起来斗争，却没有人领导”。

这就需要青年一代去做群众工作，把

他们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着

他们去打游击战，去配合正规军的行

动”。三是“到乡村中去”。全面抗战

初期，虽然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地

方，但后方还有广大的乡村。“我们

要继续作战，继续加强军队的战斗

力，必须动员起广大的群众到军队中

来。”周恩来特别提醒说，“要改良过

去那种不合理的动员方式”，有组织

地、直接地下乡动员群众，使农村壮

丁勇敢奔赴前线。要高度重视优待抗

日军人家属问题，让参军没有后顾之

忧。四是“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

去”。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

再不能让华东、华南象东北四省一

样，给敌人安安稳稳地拿去了”。我

们要锻炼我们自己，秘密地把救国

组织发展起来，把被压迫同胞武装起

来，里应外合，迎接正规军的反攻。

总的看，周恩来所揭示的这四个努力

方向，战斗的地域有所不同，斗争方

式有所不同，对青年能力素养的要求

有所不同，但共同指向了全面抗战的

总方向，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战

略指导性。

用好方法——要分
散到群众中去、使理论
适合于实际、在攻坚克
难中迎接光明未来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为积

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朝气蓬

勃、思维敏捷，最容易接受新鲜事

物，最具有创造活力，但同时也相对

缺乏工作经验，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指

导。有鉴于此，在指出广大青年的努

力方向后，周恩来又对青年的工作方

法作了分析。

一是要分散到群众中去。周恩来

十分重视群众工作，这一点在其主持

起草的 《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

的指示信》 以及 《关于武汉工作问

题》 等文章均有体现。卢沟桥事变

后，青年只有深入广大群众中去，才

能让全面抗战“星火燎原”。因此，周

恩来强调，“我们的青年朋友们分散到

群众中去，分散到全国各个角落里

去，那我们的力量是无比的！”

二是要使理论适合于实际。当时

形势已经不允许青年学生在校学习，

有一些学生对此很是苦恼。周恩来劝

导说，“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在任何

地方都可以学习的。我们要各找一个

适合于自己的地方，去发扬我们自己

的长处，去学习，去工作。”“我们只

有在不断地学习中，我们的工作才能

够顺利地展开。”周恩来同时强调，

“这并不是说我们得抛弃以往的学习，

而是根据以往的那点根基，去发扬光

大，去使理论适合于实际，去把知识

活用”。

三是在攻坚克难中迎接光明未

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事物发展

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青年的成

长成才，不可能一帆风顺，但一定会

在乘风破浪中经受锻炼。周恩来告诫

广大青年，“我们去工作，我们要克服

任何的困难，我们要解除任何的疑

团”，但任何困难都吓不倒我们，“我

们是勇敢的，沉毅的，艰苦的，深刻

的……我们是抗战的支柱”。周恩来鼓

励广大青年，“中国的青年运动有着最

光荣的传统。今天，我们青年面对着

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的使命是伟大

的”，“我们的前程是光明的，远大

的”，要通过广大青年不懈奋斗，努力

争取抗战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

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发

出伟大号召，并对当代青年提出要

求、寄予厚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围绕

大局，找准位置，明确方向，团结带

领广大青年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

的青春之歌。从这个角度看，周恩来

《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 一

文，对于进一步加强当代青年政治引

领，凝心聚力启航新征程、建功新时

代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中 和 位 育 ：
潘 光 旦 的 新 人 文 思 想 及 其 治 学 理 念

潘光旦 （1899—1967 年），著名社

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

家，在优生学、社会思想史、家族制度

史、儒学哲学、民族史等领域留下了数

百万字的作品。潘光旦治学以时代问题

为导向，儒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中国

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与西方的科学知识

进行结合，提出“新人文史观”，力图

寻求人类发展的“中和位育、遂生乐业

之道”。“中和位育”是潘光旦基于对儒

学思想的创造性解释而提炼的重要概

念，被视为其新人文思想的核心，是社

会学理论的一种创新以及社会学中国化

的重要体现。

以 传 统 儒 学 为 基 础
的“新人文史观”

潘光旦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新

人文史观”。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潘光旦

对于“中和位育”这一概念的创用。潘

光旦重视以中国社会思想资源为本引入

西方科学的观点，有意识地建立“新的

学术与旧的经验”的关系。“中和位

育”即是他引用儒家经典《中庸》里的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义

提炼而成的核心研究概念。“位育”为

“安其所”“遂其生”，即天地万物各处

其位、繁育滋长之意。潘光旦认为“安

所遂生”即“位育”，为“一切生命的

大欲”。而“中和”则是实现“位育”

的方法，是天地万物的“化育”之道。

在潘光旦的阐释中，“位育是一切

有机与超有机物体（生物与社会）的企

求”，“位育就等于二事 （物体与环境）

间的一个协调”，“讲位育，当然要有两

个条件。一是生物的个体或团体。一是

个体或团体所处的环境”“环境可以大

别为二，一是体内的环境，一是体外的

环境。体外的环境，就人而论，又可以

分为两种，一是横亘空间的物质的环

境，二是纵贯时间的文化的环境。教育

的目的又当然在设法使我们和这两种或

三种环境打成一片，使相成而不相

害”。由此，在潘光旦的解释中，“位

育”包含了生物的个体与社会的团体两

个层面及其与所处不同环境的“安所遂

生”问题，“致中和”即个体或团体社

会与其所处的环境达致相成而非相害的

关系。

不同于纯粹的哲学思辨，潘光旦对

中国社会的个人与社会及其与所处环境

关系的讨论，是基于社会历史和现实而

非理论预设或推理展开。他以时代问题

为导向，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与

西方的科学知识结合而形成的新人文史

观被视为是一种“文化的生物学观”，

即同时强调遗传与教育在塑造国民中的

关键作用，以及以生物之“体”而促进

精神之“用”的方法。潘光旦引用《论

语》“性相近，习相远”和《孟子》“苟

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

消”中对“性”与“养”的传统文化认

知，来生动地说明自己关于生物遗传与

环境养成的学术观点。

潘光旦反对将生物学的进化理论直

接运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同时也批评

忽视生物遗传特性的纯粹的文化功能主

义立场，认为“性终究是一个最先决的

条件”，“忽生物的遗传，不因势利导；

重人为的环境，必强异就同”。在对极

端观点批评的同时，他以孔子和孟子的

“天人观”为基础，提出“以人为本”，

从容中道，强调要重视人同时作为生物

人和社会人的二重属性。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尊祖敬宗和重

视家庭的传统观念，潘光旦也从遗传和

教育两个方面进行理性和科学的阐释，

提出“祖宗贤明端正，能行善事，表示

是他自己就有一个比较健全的生理与心

理组织，这种组织是他的遗传的一部

分，很可以往下代传递”，而“不必假

手于第三者的因缘果报之说”；家族的

品质不仅仅是文化养育和文化选择的结

果，也与遗传和自然选择有关。此外，

潘光旦从“伦”的角度，阐释位育思

想 ， 认 为 在 社 会 中 ，“ 伦 ” 作 为 与

“位”相对应的词，包括了类别和关系

二义，只有两者并重，“五伦”才能够

仁至义尽；只有自觉的“明伦”，才能

认识社会的次序结构，达至对个人与社

会的理解。这一以“位育”为核心的新

人文史观也成为潘光旦推动优生学教育

和实践的思想基础。

倡 导 并 践 行 学 科 整
合的研究与教育方法

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应用于教育教

学，其具体体现就是倡导并建立整合生

物学与社会学研究的优生学课程体系。

潘光旦早年留学美国攻读生物学学位，

1926 年归国后在国内多所大学先后任

教，在教授社会学课程的同时，在国内

首开了优生学课程。在他看来，以人为

本首先要考察人的生物特性，进而关注

人的社会特性。因此，潘光旦的研究也

从生物学而至优生学和社会学。他认

为，“学术分门类，是对的，分得太

细，太分明，以致彼此不能通问，以致

和生活过于不相衔接，不相联络，便有

走极端的危险了”。同时，“若以为教育

只需培植专家，那危险也就非常之

大”。“相当的分化与专化是不可少的

……不过分化与专化都有一个限度”，

他所提出的限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

是在全部之内可以局部走上分化和专化

的路径；另一方面是分化和专化的局部

也应当有限度和止境。他以专化至极端

而使一些生物亡族灭种的教训来说明

“分化和专化所以成种，亦所以灭种，

犹之乎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

道理。

潘光旦认为大学生在专攻一种学问

以前，“应当打上一个很广的根基”。他

批评当时大学的文法类学科，特别是社

会学的课程设置中对与生物学相关的诸

如家庭、种族和优生等科目的忽略，因

此身体力行建立了“优生学”的课程体

系，撰写了 《优生概论》《优生原理》

《优生与挑战》 等相关论著，并完成以

优生学原理研究中国社会现象的《中国

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的望

族》等著作。

在潘光旦看来，优生学是“以生物

学为体而以社会学为用”，目的是“研

究人类品性之遗传与文化选择之利弊，

以求比较良善之繁殖方法，而谋求人类

之进步”。他为优生学设置了三大方面

的跨学科研究内容，其中“品性遗传”

的法则问题立基于生物学，文化选择或

社会选择问题即“流品选择”立基于社

会学，而如何使知识发生实效以及如何

推行优生运动则立基于教育、政治以及

其他社会事业。他认为“三端实具密切

之相互关系，有不容分立者”，充分体现

了其倡导学科整合的教育理念与方法。

新 人 文 思 想 的 经 世
致用之路径

潘光旦毕生致力于爱国民主事业，

以儒学为根基倡导民主自由，体现了知

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学术情怀。他以儒家

思想为基础，从其新人文思想出发，对

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的平等、民主与自

由观展开了评辩。经济方面，他根据孟

子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引申“物

不齐”即“自然之不平等”理论，提出

应当以“公道”代替西方经济理论所倡

导的“平等”概念，认为真正的平等是

按人的才能与机会匹配，此谓“公道”

而非“平等”；在社会中人人生而平

等，但不意味着不区分才智德行而用；

后天教育可以促进人的平等，但不意味

着无视遗传而忽略因材施教。

潘光旦认为，教育的实质是品格的

培养，即人自身的“个性”与人与人之

间的“通性”达至“和”的状态；而达

至“和”则需要“自明”和“自强”，

即有自知之明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两者

分属于智识与情感的范畴，自明重在

知，自强重于行，教育的真谛在于知行

合一。

政治方面，他认为儒家思想早已包

含了西方民主政治所包含的民有、民享

和民治等有关政治基础、目的和过程等

方面的内容，如孟子的“民为贵”即民

有，儒家的“民父母论”即民享，“贤

人政治论”即民治，中国并不缺少民主

政治的精神。

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不仅推动了

西方学术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国学和国情

的结合，而且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学科

发展和文化自信作出了贡献。

看清方位看清方位、、把准方向把准方向、、用好方法用好方法
——读周恩来读周恩来 《《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

□□ 冯建辉冯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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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警宇良警宇 浦天龙浦天龙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讲话原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

头。领导机关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机关，领导干部是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

向标作用。“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在 上 面 要 求 人 、 在 后 面 推 动 人 ， 都 不 如 在 前 面 带 动 人 管

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必须做表

率、打头阵。

——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

大会上的讲话》（2020 年 1 月 8 日）

【出处】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 （春秋） 孔子 《论语·颜渊篇》

【解读】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出自 《论

语·颜渊篇》，意思是说，上层执政者的道德品质好比是风，

平民百姓的道德品质好比是草，当风吹到草上面的时候，草就

必定跟着倒。

春秋时期，鲁国权臣季康子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政事，就

问孔子：“如果杀掉无道之人来成全有道之人，怎么样？”孔子

回答道：“您治理政事，哪里用得着采用杀戮的手段呢？您只

要想行善，老百姓自然就会跟着行善。”并以“君子之德风，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作譬。由此形成了成语“草偃风

从”，比喻在上者能以德化民，则民之向化，犹风吹草仆，相

率从善。

汉唐时期的儒家学者注疏 《论语》 中的“君子”和“小

人”，虽然大都是“以德言”，但也有“以位言”的。对于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西汉大儒孔安国注曰：“加草以

风，无不仆者，犹民之化于上。”显然， 这里把“君子”和

“小人”关系解读为上下关系，是“以位言”，而非“以德言”。

2020 年 1 月 8 日，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

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古语，旨在强调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必须坚持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带头。领导机关和领

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从而形成“头雁效应”，这是我

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

期，正是因为有一大批做表率、打头阵的英雄模范，我们党才

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取得一个

又一个伟大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

少数”，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树起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标

杆。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的若干准则》 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

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高

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

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

（杨立新）


